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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阿西莫格鲁“西式民主优势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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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用跨国数据回归来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未

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２０１９ 年，阿西莫格鲁等人根据 １７５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多种模型的结果，使西方学

界关于西式民主的“优势”形成了“短暂性的共识”。 在梳理跨国回归学派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文章重新对这

一结论进行检测，在考虑到发达国家对西式民主作用的高估、采用主流政体度量指标，以及减少变量间内生性

后，西式民主的作用不再稳健或直接消失。 总之，西式民主的“优势”是不确定的。 文章认为，政治制度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有特定渠道和有条件的。 鉴于制度只是“发展的新三角”的其中一个角，关于发展的

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拓宽视野，不应再局限于政治制度或者是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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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自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西式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中心议题。 在早期

的研究中，经济发展被视作民主的前提条件，只有经济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才会产生稳固的民主（Ｌｉｐ⁃
ｓｅｔ，１９５９）。 冷战结束后，这一关系理论突然发生了从“发展优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到“民主优先”（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ｉｒｓｔ）的根本性转向，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一大批将西式民主当作自变量、经济增长当作因变量的

研究论文在短时间内聚集式发表（Ｄｏｏｒｅｎｓｐｌｅｅｔ，２０１９）。 这些研究大都秉持相同的理论预设，认为是政

治制度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上的差别，要发展经济就先要采用合理的政治制度。
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一新兴的理论趋势更为关注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并通过跨国回归数据来检测两者间的关系，故此也被称为“跨国回归学派”（Ｃｒｏｓ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Ｔａｎｇ ＆ Ｔａｎｇ，２０１８）。 为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这一学派采用了多种计量模型和

不同的跨国数据，但实证结果使两者的理论关系更加晦暗难明。 普沃斯基和利蒙吉（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 Ｌｉ⁃
ｍｏｎｇｉ，１９９３）在 １９９３ 年所考察的 １８ 项采用 ＯＬＳ 模型回归的研究发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和

负面作用的数量是一样的。 在 １９９７ 年，布鲁内蒂（Ｂｒｕｎｅｔｔｉ， １９９７）考察了 １７ 项研究：９ 项认为西式民主

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１ 项认为有正向作用，１ 项负向，３ 项轻微负向，３ 项轻微正向。
杜库里阿格斯和阿鲁巴索格鲁（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 Ｕｌｕｂａｓｏｇｌｕ，２００８）考察了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的 ８４ 项

研究中的 ４８３ 个回归结果，其中，１５％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且显著的作用，２１％ 为负向但不

显著，３７％为正向但不显著，２７％为正向且显著。 从这一结果出发，他们认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并没

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其后，多伦斯普利特（Ｄｏｏｒｅｎｓｐｌｅｅｔ，２０１９）统计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公开发表的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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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后发现，二者间没有关系的占 ７１． ４％ ，有显著正向作用的占 １４． ３％ ，显著负向作用的占 １４． ３％ 。 研究

结果让怀疑论逐步盛行，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没有推动作用。
但是，科拉格罗希等（Ｃｏｌａｇｒｏｓ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在 ２０１９ 年更为全面地考察了 １８８ 项研究中的 ２０４７ 个

回归结果，发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的研究中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果越来越多。
特别是同年阿西莫格鲁等（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Ｎａｉｄｕ，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以下简称“ＡＮＲＲ”）发表的关

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在长期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代表性成果，使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在该领域获得了“暂时性共识”①。 ＡＮＲＲ 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ＨＨＫ（Ｈａ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ＧＭＭ（广义

矩估计）和半参数估计等多种估计方法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不仅有稳健和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

长期来看，在实行西式民主制度 ２５ 年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其他国家平均高

２０％以上。 这一结果支持了“西式民主优势论”的共识。 从这一经验证据看，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

向作用似乎得到了确证。
由于研究中样本设置存在问题、采用学界较少使用的度量指标，以及忽略了变量间的内生性等问

题，ＡＮＲＲ 企图解决困扰该领域 ３０ 余年难题的努力可能会白费。 第一，在主要模型中，因变量为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ｐｃ），样本中涵盖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往往采用西式民主政体，在经济发展初期面

临的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大相径庭，加入这些国家会使西式民主的作用被高估；第二，ＡＮＲＲ 对政体的度

量选用了学界较少使用的指标，也未采用主流指标进行检测，这就会让人怀疑是否只有使用这一“独
特”指标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第三，一国实施西式民主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大幅经济滑坡，新的政治

秩序建立后经济才会逐步恢复，如果以经济衰退的底点作为比较的起点，则会夸大长期上国家间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距。 鉴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所谓“西式民主在经济发展中更具优势”的结论可能站不住脚。
本文通过梳理跨国回归学派 ３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审视学界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上的主要理论脉

络及其发展，并聚焦于所谓“西式民主优势论”的研究，检讨 ＡＮＲＲ 在理论与数据上的问题，重新审视其

结论，并讨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 此外，近年来，反思西式民主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问题②，本
研究可为讨论西式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即为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重要的数据、指标、模型设置和理论命

题的基础。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梳理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经验结果与发展；介绍

ＡＮＲＲ 关于“西式民主优势论”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实证证据；按照 ＡＮＲＲ 的研究方法，重新检测其

经验证据，并对其模型设置和结论进行反思；最后总结该领域经过 ３０ 多年发展后达成的共识，并提出未

来的研究方向。

二、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命题、经验结果与发展

西式民主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学界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支持民主论，二是反对民主论，三是怀

疑论。 支持论者认为，首先，在资源运用上，政治领导者的目的是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在西式选举民主

制度下，为讨好选民获取选票，其理性行为是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投资上，而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则更

倾向于满足自身需求，或者投入到对国内矛盾的处理上，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源会更少（Ｗｉｎｔｒｏｂｅ，１９９０）。
其次，在制度约束上，西式民主对政府具有制度化水平更高的约束和制衡（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政府的掠夺性

行为会更少。 此外，因为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与政府任期的制度化更替，西式民主国家更能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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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科拉格罗希等（Ｃｏｌａｇｒｏｓ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认为，在 ２００８ 年后，该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西式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尤其

是阿西莫格鲁等人发表在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上的论文，可谓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阿西莫格鲁是

跨国回归学派的领军人物，他运用更为全面的数据与多种检测方法，为“民主优势论”提供了一些证据。 其后，虽有学者对阿西莫格鲁的

研究提出质疑，但也仅仅是认为其算法高估了民主的作用，仍同意其主要结论。 参见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Ｍ． ， ２０１９．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ｏｅｓ Ｃａｕ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Ｃ． Ｅ． Ｐ． 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３６５９。

近年来，国内学界发表了多篇反思西式民主的论文。 代表性的有：陈尧，２０１４：“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逻辑与限度”，《政治学研

究》，２０１４，３：１８—３０；赵卫涛、张树华，２０１６：“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局限与政治反思”，《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４：４６—５７ ＋ １２６；白艳等，
２０１７：“透析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历史局限———兼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理论探讨》，２０１７，５：２１—２６。



产权，并鼓励长期行为（Ｏｌｓｏｎ，１９９３）。 再次，由于具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更开放的媒体和更大规模的

致胜者联盟（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统治精英会有更强的动机去回应民众。 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他们

会满足教育、公正和医疗健康等方面的社会需求（Ｂａｕｍ ＆ Ｌａｋｅ，２００３），并力求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８）。 最后，在西式民主制度下，政治系统更为透明、自由和法治（Ｄｅ Ｈａａｎ ＆ Ｓｉ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９５），民众更有意愿去努力工作，并积极进行投资，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反对论者则聚焦于西式民主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方面，西式民主政府更容易陷入利益集团的

泥淖而缺少自主性（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 Ｌｉｍｏｎｇｉ，１９９３），在遇到有力的反对者时，政府很难推动必要的改革或

实施强硬的经济政策（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８２）。 正如“李光耀命题”（Ｌｅｅ Ｔｈｅｓｉｓ）所言（Ｓｅｎ，１９９９），特别是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发展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高效运转、统一决策，并能够越过利益集团和反

对者推动改革，施行“好的政策”（Ｌｅｆｔｗｉｃｈ，１９９５）。 许多学者从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的

“经济奇迹”中得出，“中国模式”可能会主导 ２１ 世纪，而新的“北京共识”或许会取代旧的“华盛顿共

识”（Ｈａｌｐｅｒ，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不采用西式民主并非意味着该国没有制度制约，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议

会和政党，能够有效限制政府掠夺行为并保护产权（Ｋｎｕｔｓｅｎ，２０１１），促进投资和鼓励长期行为，政府也

有充足的动机提供公共产品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Ｇａｎｄｈｉ，２００８）。 换言之，所谓“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因素”在其他国家中也能够得到“匹配”，这些“优势”并非西式民主所独有（Ｔａｎｇ ＆ Ｔａｎｇ，２０１８）。
因此，理论上尚无法推导出西式民主具有明确的“优势”，特别是支持论者所提出的西式民主促进

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他国家也能出现。 既然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是由政治制度差别所带

来的，那么当某一个国家试图发展经济时也能够采用，甚至可以比西式民主做得更好并取得令人瞩目的

经济成就（Ｋｎｕｔｓｅｎ，２０１０）。 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到经验结果上：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ＡＮＲＲ 论文

发表前的近 ３０ 年里，支持西式民主的数据结果并不令人信服，与不支持的结果比，数量尚不到半数，且
这些结果也往往因不同数据来源、不同测量指标、不同模型工具、不同样本组合、不同时间阶段等而有所

差别（Ｋｕｒｚ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同时，在整体性检测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即将西式民主作为自变

量、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放入模型时，往往忽略了二者的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 因为政治制度可能会作

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影响政治制度的选择。 如果剔除内生性的影响，那么现有关于西

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数据结果大部分会“站不住脚”（Ｐｏｚｕｅ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由于实证证据的模糊不清，怀疑论逐渐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

作用：虽然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西式民主并不扮演一个关键角色（Ｄｏｏｒｅｎｓｐｌｅｅｔ，２０１９）。 即使

是倾向于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也只能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作用，但至少在总体上，民
主对经济的净效应不是负向的”（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 Ｕｌｕｂａｓｏｇｌｕ，２００８）。 虽然已经意识到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支持西式民主具有直接作用，但许多学者仍然坚持民主对经济具有正向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不是整体的

和直接的，而是间接的（Ｔａｖａｒｅｓ ＆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０１）。 于是，这些学者开始寻找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增长的

不同中间渠道，试图以此来呈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在相关的数十条中间渠道中，学者们关注较多且实证结果更好的渠道是产权（Ｋｎｕｔｓｅｎ，２０１１）、人力

资本和公共物品（Ｂａｕｍ ＆ Ｌａｋｅ，２００３；Ｄｅａｃｏｎ，２００９）、政治稳定（Ａｐｅｒｇｉｓ，２０１７）和减少经济波动（Ｑｕｉｎｎ
＆ Ｗｏｏｌｌｅｙ，２００１）等。 在这些关于中间渠道的讨论中，学界观点也是不统一的。 例如，在人力资本渠道

方面，虽然现有研究广泛认为西式民主在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具有优势，而特鲁克斯（Ｔｒｕｅｘ，２０１５）
却发现，在采用全局敏感度分析方法（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重新检测后，西式民主与教育和医疗卫

生等渠道间并没有系统性的关联。 同时，除了正向作用的渠道，西式民主也有起负向作用的渠道。 例

如，西式民主会由于国家能力较弱（Ｋｎｕｔｓｅｎ，２０１３）、缺乏国家自主性（Ａｌｅｓｉｎａ ＆ Ｐｅｒｏｔｔｉ，１９９６）、扩大政府

开支（Ｋｕｒｚ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以及过多的再分配（Ａｌｅｓｉｎａ ＆ 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４）而影响经济效率。 从理论发展

上看，从直接作用到间接作用（中介渠道）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理论拓展，但进一步使得对西式民主作用

的总体性分析变得更加困难。 在中间渠道的研究上，学界仅仅确立了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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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认识，尚未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也没有明确哪些是政治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
所以，不同学者往往按照数据结果提出各种各样的渠道，而在这些渠道中，西式民主在某些渠道中是正

向作用，另一些则是负向作用，甚至因为模型、数据和指标等问题，在某些研究中呈现出显著作用的渠

道，当重新检测时却不再有稳健的结果。 因此，只提出一种或几种具有显著影响的特定渠道将无法估计

政治制度的总体作用，在中间渠道上，还需要建立中间渠道分析或政治制度间接作用的理论框架。
除中间渠道外，有学者引入了时间维度来检测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阶段性作用。 普林切特等人（Ｐｒｉｔ⁃

ｃｈｅｔ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提出了经济发展期（ｅｐｉｓｏｄｅ）的概念，他们按照经济发展状况将经济发展期分为经济

加速期和经济衰退期，并以 １９６０ 年以来各国经济数据划分出 ２８７ 个发展期。 这样，在数据检测中就不

再是考察政治制度每一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是对不同发展期的影响。 在经济加速期，西式民主的表

现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好，但它能够更有效防止经济衰退，减少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能够更平稳

地发展。 帕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 Ｓｉｏｕｒｏｕｎｉｓ，２００８）将西式民主运行的阶段分为初期、中
期和长期，他们根据模型结果得出，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在中期、长期范围内随着政治系统的

巩固，经济增长会更快。 不同于按面板数据探讨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年度影响，采用时间段考察政治

制度在不同发展时期或者更长时期内对经济的影响，这种时间维度上的拓展使人们对政治制度作用的

理解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 ３０ 多年的发展中，跨国回归学派对西式民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直接作用”到“中

间渠道”的理论扩展，并加入了对时间维度的考察。 ＡＮＲＲ 在 ２０１９ 年的研究中全面运用了现有研究成

果，不仅聚焦于总体作用的探究，而且考察了九条中间渠道，并检测了长时期和 ２５ 年后西式民主的作

用。 所以，对 ＡＮＲＲ 研究成果的全面检讨不仅可以对关于西方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暂时性共识”的
实证证据和研究方法进行反省，也可以对跨国回归学派试图呈现西式民主“优势”的种种尝试进行全面

审视，发现其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三、ＡＮＲＲ（２０１９）的努力：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增长

ＡＮＲＲ 采用了比以往研究更大规模的样本、更为多样和复杂的估计模型与研究方法，为“西式民主

优势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实证证据，可谓跨国回归学派的标志性成果。
ＡＮＲＲ 的研究建立在对两种论点的回应上：一是“强力政府优势论”。 这种观点认为，更多的政治权

利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７），但政府如果由理性高效的精英所领导，就会具有巨大优

势，因为这种强力政府可以推行难度较大却重要的政策以推动经济发展（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０９）。 二是“西式

民主无效论”。 过去近 ５０ 年的实证证据表明，“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净作用是负向的或者没有作用

的”（Ｇｅｒ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为挑战上述观点，ＡＮＲＲ 采用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０ 年全球 １７５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
用以动态面板为主的多种计量模型和检测方法，考察西式民主在长期范围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下文提及其研究皆出自该论文）。 模型结果表明，在长期上，一国采用西式民主制度

２５ 年后，其人均 ＧＤＰ 会比其他国家高 ２０％ ～２５％ ，因此，西式民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在长期上对经

济发展的促进效用也更显著。
ＡＮＲＲ 的论证策略分为以下几步：首先，在主要自变量西式民主的测量上选用定类数据而非定序数

据，将政治制度的区分视作性质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别（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４）。 他们对政体类别的编

码沿用了 ２００８ 年帕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 Ｓｉｏｕｒｏｕｎｉｓ，２００８）研究中的设定，采用自由之家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的自由指数和政体指数（Ｐｏｌｉｔｙ Ｖ）作为编码标准，当自由指数为自由或部分自由、政体

指数为正时，则视作西式民主，编码为 １，其他情形则编码为 ０。
其次，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因变量为人均 ＧＤＰ，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自变量为西式民主，模型中放

入因变量的滞后项，并双向固定年份和国家，模型结果见表 １。 在表 １ 中，对模型的估计采用了固定效

应、广义矩阵估计（ＧＭＭ）和 ＨＨＫ 三种估计方法，为保障结果的稳健性，还分别放入因变量滞后 １ 年、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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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１ ～ ４ 年以及滞后 １ ～ ８ 年等变量，共有三组九列的估计结果①。 西式民主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在 ０． １
水平上显著，西式民主的长期效应和西式民主 ２５ 年后的效应等主要自变量在绝大多数模型中也均在

０． １ 水平上显著，同时，西式民主的长期效应和 ２５ 年之后的效应在模型中的系数都远大于西式民主的

系数，以模型（９）为例，这三个自变量的系数均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数值分别为 １． ６、３５． ６１ 和 ２９． ０５。
这表明，西式民主在总体上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健的正向作用，且在长期上以及 ２５ 年后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表 １：ＡＮＲＲ 基础模型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ＧＭＭ 模型 ＨＨＫ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西式民主
０． ９７∗∗∗

（０． ２９）
０． ７９∗∗∗

（０． ２３）
０． ８９∗∗∗

（０． ２５）
０． ９６∗∗

（０． ４８）
０． ８８∗∗

（０． ３７）
０． ６６∗

（０． ３８）
０． ７８∗

（０． ４６）
１． １７∗∗∗

（０． ３７）
１． ６０∗∗∗

（０． ３５）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３５． ５９∗∗

（１４． ００）
２１． ２４∗∗∗

（７． ２１）
２２． ０１∗∗∗

（７． ７４）
１７． ６１∗

（１０． ６１）
１６． ４５∗

（８． ４４）
１１． ８１
（７． ８３）

１２． ６４
（８． ３２）

２５． ２７∗∗

（１０． ８６）
３５． ６１∗∗∗

（１２． ０５）
西式民主 ２５ 年
之后的效应

１７． ７９∗∗∗

（５． ６５）
１６． ９０∗∗∗

（５． ３０）
１７． ７２∗∗∗

（５． ４５）
１３． ２６∗

（７． ２８）
１４． ７１∗∗

（７． １３）
１０． ５０
（６． ６５）

１０． ０８
（６． ２７）

２０． ８７∗∗∗

（７． ８４）
２９． ０５∗∗∗

（８． ０２）
样本数 ６４４５ ５９９４ ５３５０ ６２７０ ５８１９ ５１７５ ８９２５ ８９２５ ８８７４
国家数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注：∗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再次，采用半参数模型来估计采用西式民主后不同年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差别。 其方

法以实施西式民主制度当年的人均 ＧＤＰ 为参照点，考察西式民主运行后的人均 ＧＤＰ 与该点的平均差

距，并用这一差距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计算上采用了线性调整、反向倾向性得分重新加权和双重稳健

估计三种方法（见表 ２）。 从表 ２ 的三种估计模型中可以看出，从 １５ ～ １９ 期开始，西式民主变量都在 ０． １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实施西式民主制度 １５ 年后，该国的经济水平与其他国家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差

距；２５ 年后，２５ ～ ２９ 期的系数分别约为 ２１． ３１、２２． １８ 和 ２１． ７９，表明西式民主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平均意

义上会比其他国家高 ２０％以上。
表 ２：半参数模型结果

－ ５ 至 － １ 期 ０ 至 ４ 期 ５ 至 ９ 期 １０ 至 １４ 期 １５ 至 １９ 期 ２０ 至 ２４ 期 ２５ 至 ２９ 期

线性调整结果
０． ０６０

（０． １５６）
２． ４５４∗

（１． ３８２）
３． ６２１

（２． ７９２）
７． ８０６∗

（４． ４１６）
１４． ０３７∗∗∗

（５． ３８４）
２４． ０７５∗∗∗

（８． ２６２）
２１． ３１０∗∗

（９． ６４３）
反向倾向性

得分重新加权
－ １． ５８６
（１． ４７８）

３． ７２４∗∗

（１． ７８９）
３． ２１４

（３． ３２７）
６． ８１８∗

（４． ８４８）
１３． ５４２∗∗

（５． ８９２）
２４． １１１∗∗∗

（９． ０３５）
２２． １８４∗

（１１． ５６１）

双重稳健估计
０． ０５１

（０． １５１）
２． ７９５∗

（１． ４７１）
２． ９６９

（３． ０６７）
６． ９６６

（４． ３５９）
１２． ９４７∗∗∗

（４． ８８１）
２３． ６９１∗∗∗

（７． ６３８）
２１． ７９３∗∗∗

（９． ５６６）

　 　 注：∗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最后，考察西式民主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中间渠道。 虽然在基础模型中西式民主在总体上对经济发

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分析中也需要解释或展示它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ＡＮＲＲ 采用与基础

模型相同的三种计算方法检测了九条渠道，其中，西式民主在经济改革、税收、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社会

稳定和投资等七条渠道中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贸易额上没有显著作用。
至此，ＡＮＲＲ 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证据链条，认为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和长期上对经济增

长有显著和稳健的正向作用；一国在实施西式民主制度 ２５ 年后，其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出 ２０％ ～２５％ ；在
作用机制上，西式民主主要通过经济改革、税收、人力资本、投资和稳定等中间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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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ＲＲ 原模型包含滞后 １ 期、滞后 １ ～ ２ 期、滞后 １ ～ ４ 期、滞后 １ ～ ８ 期的结果，因滞后 １ ～ ２ 期的结果与其他模型没有显著差别，
使用三个滞后期的结果也足以呈现其数据结果，在此，不汇报滞后 １ ～ ２ 期的结果。



四、“西式民主优势论”的检测：并不存在的正向作用

从表面上看，ＡＮＲＲ 为“西式民主优势论”提供了较为充足和稳健的实证证据，不仅使用了更齐全的

样本，而且采用多种计算方法来保障结果的可靠性。 但正如跨国回归学派的通病，ＡＮＲＲ 为了力求西式

民主显著的正向结果，在论证中也存在样本设置、指标选用和内生性的问题，西式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

作用也并未得到全面考察。
第一，由于样本设置的问题，可能存在高估自变量作用的问题。 在 ＡＮＲＲ 的基础模型中，因变量是

人均 ＧＤＰ，目的在于检测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其样本包含全球 １７５ 个国家，不仅有发展

中国家，而且纳入了所有发达国家。 但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巨大，在经济发展时所面临

的环境也大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不仅可以轻易获取丰富的资源，还能凭借军事和技术

优势倾销商品获得巨额的贸易逆差，因而积累了相对优势（张宇燕、高程，２００４）。 而二战后新兴的数量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严重滞后，还处于由发达国家支配的世界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依附

（多斯桑托斯，１９９９）。 因为发达国家大多采用西式民主制度，在样本中放入发达国家无疑会忽略上述

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时间和环境等因素，从而存在高估西式民主作用的可能。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在沿用 ＡＮＲＲ 的西式民主指标、模型设定和样

本的基础上，去掉了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国家，以检测自变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见表 ３）①。 表 ３ － １ 展

示了去掉 ＯＥＣＤ 国家后的结果：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主要的自变量依然显著，但在 ＧＭＭ 和 ＨＨＫ 的模型

中，自变量有多处不显著，在 ３ 个自变量的 ６ 个模型中共 １８ 个结果里，显著的仅有 ９ 处，核心自变量西

式民主的作用不再稳健。 同时，在 ＨＨＫ 模型中，因变量滞后 １ 年和滞后 １ ～ ４ 年的模型中，主要的自变

量都不显著。 与之相比，当将 ＯＥＣＤ 国家的数据纳入 ＧＭＭ 和 ＨＨＫ 模型中，核心自变量西式民主都有

显著作用，主要变量显著的有 １４ 个。 此外，实施西式民主制度 ２５ 年后的效应也发生了变化，纳入 ＯＥＣＤ
国家时显著结果的最大值为 ２９． ０５，去除后的最大值仅为 ２１． ６９。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加入 ＯＥＣＤ 国家

会使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且稳健，而如果去除掉发达国家，使模型中样本的时间和环境

等因素得到更优控制时，西式民主的作用就不再稳健且长期效应也大幅减小。

表 ３：对基础模型的重新检测

固定效应模型 ＧＭＭ 模型 ＨＨＫ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表 ３ － １ 去掉 ＯＥＣＤ 国家

西式民主
０． ９４∗∗∗

（０． ３１）
０． ８３∗∗∗

（０． ２４）
０． ９４∗∗∗

（０． ２６）
０． ９１∗

（０． ４９）
０． ８３∗∗

（０． ３９）
０． ６８∗

（０． ４０）
０． ５１

（０． ５１）
０． ５８

（０． ４２）
１． ３２∗∗∗

（０． ４０）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３４． ２８∗∗

（１３． ８８）
２２． ０５∗∗∗

（７． ３３）
２３． ０６∗∗∗

（７． ９０）
１５． ９２

（１０． １２）
１４． ８９∗

（８． １４）
１１． ６２
（７． ７３）

６． ２９
（６． ３１）

１１． ４８
（８． ３４）

２４． ７８∗∗∗

（８． ８７）

西式民主 ２５ 年
之后的效应

１７． １８∗∗∗

（５． ８５）
１７． ６１∗∗∗

（５． ４８）
１８． ４９∗∗∗

（５． ６１）
１２． ２６∗

（７． ２０）
１３． ４８∗

（７． ０４）
１０． ４０
（６． ６４）

５． ５４
（５． ５３）

９． ６４
（６． ９４）

２１． ６８∗∗∗

（７． １０）
样本数 ５８７８ ５４８１ ４９０９ ５７２２ ５３２５ ４７５３ ７９５６ ７９５６ ７９５６
国家数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表 ３ － ２ 更换指标（ＣＧＶ）

西式民主
０． ２０

（０． ３２）
０． ３２

（０． ２６）
０． ２２

（０． ２８）
－ ０． ２５
（０． ５４）

０． ００
（０． ４２）

－ ０． ５３
（０． ４２）

－ ２． ０７∗∗∗

（０． ４６）
－ １． ２６∗∗∗

（０． ３８）
－ ０． ７３∗

（０． ４１）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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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将发达国家作为控制变量，会避免出现删减样本的问题，但因 ＯＥＣＤ 国家大都采取西式民主制度，与自变量存在很高的共线

性，模型计算时会自动删除该控制变量，因此，只能通过去掉发达国家的方式来检测自变量的作用。



续表 ３

固定效应模型 ＧＭＭ 模型 ＨＨＫ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７． ７０
（１２． ５８）

８． ８４
（７． ４４）

５． ５２
（７． ２１）

－ ４． １８
（８． ９４）

０． ０２
（７． ６３）

－ ９． ２２
（６． ８２）

－３０． ４８∗∗∗

（７． ４５）
－２４． ６０∗∗∗

（７． ７２）
－１５． ４７∗

（９． １３）

西式民主 ２５ 年
之后的效应

３． ７５
（５． ９８）

７． ００
（５． ７７）

４． ４３
（５． ６５）

－ ３． ２６
（７． ０６）

０． ０２
（６． ８９）

－ ８． ２７
（６． ２４）

－２５． ２４∗∗∗

（５． ５６）
－２０． １２∗∗∗

（５． ９８）
－１２． ７８∗

（７． ３２）

表 ３ － ３ 更换指标（Ｐｏｌｉｔｙ Ｖ）

西式民主
０． １５

（０． ３３）
０． ２９

（０． ２２）
０． ３７

（０． ２４）
－ ０． １１
（０． ４６）

０． ２２
（０． ３３）

０． ０２
（０． ３４）

－ ０． １０
（０． ４０）

０． １７
（０． ３０）

０． １８
（０． ２９）

西式民主的
长期效应

５． ８２
（１３． １４）

７． ９５
（６． ２６）

９． ２３
（６． ２４）

－ ２． ３０
（９． ９５）

４． ６３
（７． １７）

０． ４３
（６． ７１）

－ ２． １６
（８． ４４）

４． ２６
（７． ５２）

３． ７７
（６． ４５）

西式民主 ２５ 年
之后的效应

２． ７７
（６． ２４）

６． ３６
（４． ９９）

７． ４５
（４． ８６）

－ １． ６０
（６． ９４）

４． ０２
（６． １９）

０． ３７
（５． ８４）

－ １． ５１
（５． ９３）

３． ４３
（６． ０２）

３． １２
（５． ２９）

样本数 ６４４５ ５９９４ ５３５０ ６２７０ ５８１９ ５１７５ ８９２５ ８９２５ ８８７４
国家数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注：∗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第二，存在指标选取上的问题。 在自变量的度量上，ＡＮＲＲ 采用的是学界较少使用的指标，即由帕

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 Ｓｉｏｕｒｏｕｎｉｓ，２００８）提出而后续其他学者几乎不再使用的政体指标。
学界更为常用和主流的政体指标是 ＣＧＶ 数据库（Ｃｈｅｉｂｕｂ，２０１０）、Ｐｏｌｉｔｙ 数据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 Ｇｕｒｒ， ２０２０）
和 Ｂｏｉｘ 数据库（Ｂｏｉ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中的指标。 虽然 ＡＮＲＲ 在文章中辩称，之所以采用这一指标是因为政

体是类别而不是程度，但 ＣＧＶ 指标和 Ｂｏｉｘ 指标本身就是 ０、１ 编码的定类数据。 同时，Ｐｏｌｉｔｙ 指标也可以

转换为定类变量，通常做法是把得分大于 ５ 视作西式民主，编码为 １，其他得分编码为 ０（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表 ３ － ２、３ － ３ 为分别采用同样是定类数据（０、１ 编码）的 ＣＧＶ 指标和 Ｐｏｌｉｔｙ Ｖ 指标的结果。 可

以看出，采用了学界主流的政体指标后，西式民主的正向显著作用就完全消失了。 在表 ３ － ２ 中，更换为

ＣＧＶ 指标后，自变量西式民主在模型（１） ～ （６）中没有显著的结果，而在模型（７） ～ （９）中，竟全部呈现

显著但负向的结果；在表 ３ － ３ 中，使用 Ｐｏｌｉｔｙ Ｖ 指标后，自变量在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 这表明，若采用

学界主流的政体指标进行检测，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正向作用就会“神奇”消失，甚至还会有负

向的显著作用。 对 ＡＮＲＲ 而言，就算为了得到理想的结果采用了不常用的指标，也应该用其他主流指标

来进行稳健性检测。 但他们并没有在该指标上进行任何一项稳健性检测，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只

有采用这一学界很少使用的指标，才会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果。
第三，存在因内生性而产生的估计错误。 西式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

面，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影响到一国是否采用西式民主；另一方面，西式民主也会作用于经济增长。 在

此之前，有学者估算过内生性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他们删除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的政治转型事件后发现，
现有的关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的结果都会不显著或不存在（Ｐｏｚｕｅ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在

ＡＮＲＲ 的半参数模型估计中同样也会遇到内生性问题，各国在采用西式民主前往往会经历一段时间的

经济动荡（Ｒｅｍｍｅｒ，１９９２），其经济状况会下跌到底点，此后再逐渐恢复。 经济状况随政治制度变化而产

生的起伏就是两者间内生性作用的重要体现（见图 １）。 ＡＮＲＲ 选择采用西式民主当年的人均 ＧＤＰ 作为

比较点，而该点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经济水平的最低点，其他未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则不会经历经济

跌到低谷再上升的过程。
在采用半参数模型计算时，西式民主国家的经济变化值是用当年的经济水平与这一低点的差距来

计算，这会因内生性问题而高估西式民主的作用。 按照 ＡＮＲＲ 的理论，若西式民主长期来看比其他政治

制度更能促进经济发展，那么选择此前任意一点作为起点都应该不会对西式民主的正向作用造成影响。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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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采用西式民主前后的经济变化状况

因而，我们选择滞后 ５ 年作为计算差距的起点以检测其结果的稳健性，见表 ４①。 在表 ４ 中的三种计算

模型里，在 １５ ～ １９ 期及其后的模型中，仅有三个结果是显著的，且都是线性调整计算，而在其他两种计

算方法中，西式民主变量均不显著；在这三个显著的结果中，系数最大值仅为 １０． ６４８，对比 ＡＮＲＲ 的原

结果（２４． ０７５），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 因此可以认为，如果考虑了内生性的问题，
西式民主在长期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其他制度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 ＡＮＲＲ 在半参数模型中之所

以会得到显著正向的结果，是由于他们采用西式民主国家经济下降的底点为比较的起点，将政治失序所

导致的经济下跌和政治秩序重建后的经济恢复也算作西式民主的作用，从而夸大了西式民主在长期上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实际上，通过滞后 ５ 年的稳健性检测后发现，西式民主不仅在长期上对经济增长没

有什么稳健的正向作用，即使在 ２５ 年后也不会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

表 ４：对半参数模型的重新检测

－ ５ 至 － １ 期 ０ 至 ４ 期 ５ 至 ９ 期 １０ 至 １４ 期 １５ 至 １９ 期 ２０ 至 ２４ 期 ２５ 至 ２９ 期

线性调整结果
－ ４． ５２２∗∗

（１． ９２６）
－ ６． ４１５
（４． １３４）

－ ３． ０９４
（５． ５４６）

５． ９５７
（６． ９６３）

１０． ６４８∗∗∗

（８． ２８６）
９． １６６∗∗∗

（１１． ３３２）
９． ３９８∗∗∗

（１６． ７６６）

反向倾向性得分
重新加权

－ ３． ８４３∗∗

（１． ５９７）
－ ６． ４５９∗

（３． ３７３）
－ ４． ２３１
（４． ７６０）

３． ８５６
（６． ０００）

９． ５２４
（７． ４４２）

１０． ６８８
（９． ９６０）

１０． ７０９
（１４． ２８７）

双重稳健估计
－ ４． ４６９∗∗

（１． ８００）
－ ６． ３３７∗

（３． ３４４）
－ ３． ０２３
（４． ５１０）

５． ９７６
（５． ６９３）

１０． ６９４
（７． ４９０）

１０． ３３３
（１１． ６４５）

１０． ８７１
（１９． ５９２）

　 　 注：∗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第四，在中间渠道分析中存在问题。 ＡＮＲＲ 并没有建立政治制度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虽然检测了

九条渠道，但无法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渠道而不是别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中介变量是政治制度作用

于经济增长的渠道，中间渠道分析分为两段关系，一是政治制度作用于中介变量，二是中介变量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 但 ＡＮＲＲ 只检测了政治制度对中介变量的作用，而未进行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②。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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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ＮＲＲ 在半参数模型中未汇报国家和样本数，我们沿用 ＡＮＲＲ 的模型方法，对半参数模型的重新检测所采用的国家和样本数与

ＡＮＲＲ 一致。
检测这九条中介渠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需要重新建立模型，同时还需要进行严格的稳健性检测。 鉴于篇幅和本文的研究目

的，不再对这些渠道逐一进行重新检测。



当然，这不只是 ＡＮＲＲ 的问题，整个跨国回归学派在中介渠道研究上都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西

式民主通过哪些主要的中介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上也没有形成共识。 因此，ＡＮＲＲ 在中介渠道上的分析

至少是不完善的。
总之，ＡＮＲＲ 采用了更全面的样本、更多的计算模型进行了更严格的检测，看似为西式民主对经济

增长的正向显著作用提供了证据。 但经过上述检测发现，所谓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是不成

立的。 如果采用学界主流的政体指标，那么西式民主不仅对经济发展没有正向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向

影响，即使沿用 ＡＮＲＲ 的“独特”指标，在去除发达国家样本后，西式民主的作用也不再稳健。 更重要的

是，一旦考虑到内生性，ＡＮＲＲ 所宣称的西式民主在长期上多达 ２０％以上的经济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

踪。 当西式民主在总体和长期上的作用都不再显著或稳健时，即使找到九条中介渠道，也无法支持其宣

称的理论，更何况关于这些中介渠道的分析尚不完善。 总体而言，ＡＮＲＲ 所采用的精巧研究设计和华丽

定量技术也不过是再重复这 ３０ 多年来跨国回归学派的“徒劳无功”：用各种方式去得出西式民主对经

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一不牢靠的结果。

五、结　 论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跨国回归学派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从“发展优先”转换为

“民主优先”，主张发展经济需要先采用西式民主制度。 但在此后的 ３０ 多年中，该学派都无法为这一观

点提供扎实的实证证据。 虽然由于 ＡＮＲＲ 的代表性研究的发表，学界形成了所谓“西式民主优势论”的
“暂时共识”，但如果考虑到纳入发达国家对西式民主作用的高估、选用的度量指标并非学界主流，以及

内生性的问题，他们所展示的西式民主在整体性和长期上对经济的显著正向作用都会消失或不再稳健。
可见，以 ＡＮＲＲ 为代表的跨国回归学派只是为了证明西式民主可能并不存在的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而重复堆砌外表华丽但并无实际用处的数据证据而已。
在这数十年里，虽然跨国回归学派为其偏颇的价值倾向堆砌了成千上万个无用回归，但在政治制度

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也产出了一些有益的副产品，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基础。 一是在政治制度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学者们逐步认识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直接作用，在整体上也没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１）。 二是政治制度会通过中介渠道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作用（Ｋｎｕｔｓｅｎ，
２０１２）。 三是粗糙的政体二分法掩盖了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巨大经济差异（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８），学者们逐渐从

对西式民主的关注转移到探讨多种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来。 例如，有学者发现，君主制更有助

于保护产权（Ｇｕ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８）、维护社会稳定（唐睿，２０２０），由强力政党领导的国家更有利于促进公共服

务、降低婴儿死亡率（ＭｃＧｕｉｒｅ，２０１３），且具备长期视野，能吸引更多的投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８）。
基于此，我们对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核心结论：
第一，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正向作用，即使存在也只能通过一些中介渠道发挥作

用，以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为目标的研究可以宣告终止。
第二，对政体简单的二分法极大地掩盖了政治制度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很可能是导致经济发展不

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因此，对政治制度进一步细分或聚焦于中层制度会丰富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
第三，中介渠道分析拓展了对政治制度作用的理解，即政治制度不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

过某些渠道间接产生作用。 目前对中介变量的分析尚停留在单一链条或对单一变量探讨上，在此可以

采用中介因果效应分析方法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来对多个中介渠道进行整体性分析（ Ｉｍ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此外，中间渠道的作用可能是一种复杂的或长链条的作用关系。 中介渠道间也可能存在相

互影响，因此，在中介渠道分析上还应进一步厘清变量间的作用关系，拓展政治制度达至经济发展的各

个作用环节，建立统一的中介渠道分析框架。
第四，时间维度虽然已经被引入该领域，但仅仅是进行了短期和长期、衰退期和加速期的区分，仍停

留在考察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整体作用上，这种分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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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而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

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起步时期，能维持稳定秩序的政治系统所起的作用更大，
相应地，在经济处于中、高水平时，能够鼓励创新和投资的政治制度就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Ｔａｎｇ ＆
Ｔａｎｇ，２０１８）。 因此，在时间维度的分析上应该更具体地区分经济的发展阶段，探讨在不同阶段政治制度

所起的作用。
１５００ 年之前，对经济发展起根本制约的是地理因素（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９７）；之后，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

效的根本因素之一（Ｔａｎｇ，２０２２）。 作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制度设置，政治制度当然会影响经济发展。 但

是，跨国回归学派 ３０ 多年来试图证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的努力是失败的。 在未来的研究

中，应摒弃政体二分法，转而考察多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差别，逐步建立和完善中介渠道分

析的理论框架，并引入时间维度以综合考察政治制度的作用。 不仅如此，按照唐世平（Ｔａｎｇ，２０２２）提出

的理论框架，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只是“发展的新三角”的其中一个角，另外两个角是政策和国家能力。
因此，关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也需要拓宽视野，不应再局限于政治制度或者是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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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０９ － ３３４．
Ｋｎｕｔｓｅｎ， Ｃ． Ｈ． ， ２０１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Ｈｏｗ Ｂａｄ 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３）： ４５１ － ４７３．
———２０１１．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７（１）：１６４ －

１８２．
———２０１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５

（４）： ３９３ － ４１５．
———２０１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３（１）： １ － １８．
Ｋｕｒｚｍａｎ， Ｃ． ， Ｒ． Ｗ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Ｒ． Ｅ． Ｂｕｒｋｈａｒｔ， ２００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Ｐｏｏｌｅｄ Ｔｉｍｅ －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５１ － １９８０．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７（１）： ３ － ３３．
Ｌｅｆｔｗｉｃｈ， Ａ． ， １９９５．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１（３）： ４００ － ４２７．
Ｌｉｐｓｅｔ， Ｓ． Ｍ． ， １９５９． “Ｓ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３（１）： ６９ － １０５．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 Ｇ． ａｎｄ Ｔ． Ｒ． Ｇｕｒｒ， ２０２０． “Ｐｏｌｉｔｙ 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１８００ － ２０１８．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Ｊ． Ｗ． ， ２０１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１）： ５５ － ７５．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Ｂ． Ｂ． ｄｅ， Ｊ．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Ｒ． Ｍ． Ｓｉｖ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Ａ．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４）： ５５９ － ５９０．
Ｎｏｒｔｈ， Ｄ． Ｃ． ， １９９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ｌｓｏｎ， Ｍ． ， １９９３．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７（３）： ５６７ － ５７６．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Ｅ． ａｎｄ Ｇ． Ｓｉｏｕｒｏｕｎｉｓ， ２００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８（５３２）：１５２０ －

１５５１．
Ｐｏｚｕｅｌｏ， Ｊ． Ｒ． ， Ａ． Ｓｌｉｐ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Ｇ． Ｖｕ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６．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ＤＢ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ＩＤＢ － ＷＰ － ６９４．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Ｌ． ， Ｋ． Ｓｅｎ， Ｓ． Ｋａｒ， ａｎｄ Ｓ． Ｒａｉｈａｎ， ２０１６．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 ＥＳＩ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７０．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Ａ． ａｎｄ Ｆ． Ｌｉｍｏｎｇｉ， １９９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７

（３）： ５１ － ６９．
Ｑｕｉｎｎ， Ｄ． Ｐ． ａｎｄ Ｊ． Ｔ． Ｗｏｏｌｌｅｙ， ２００１．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５（３）： ６３４ － ５７．
Ｒｅｍｍｅｒ， Ｋ． Ｌ． ，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２７（４）：３ － ２４．
Ｒｏｄｒｉｋ， Ｄ． ， １９９８．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１（１）： １４３ － １５８．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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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Ｏ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ｎｙ Ｒｅｃｉｐ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ｎ， Ａ． ， １９９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ｏｋｓ．
Ｔａｎｇ， Ｍ． ， Ｎ． Ｈｕｈｅ， ａｎｄ Ｑ．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７．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Ｄ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７（１）： ７１ － ９０．
Ｔａｎｇ， Ｒ． ａｎｄ Ｓ．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Ｋｙｋｌｏｓ． ７１（４）：６４２ － ６６６．
Ｔａｎｇ， Ｓ． ，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 Ｊ．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ａｖａｒｅｓ， Ｊ． ａｎｄ Ｒ．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１． “Ｈ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８）：１３４１ － １３７８．
Ｔｒｕｅｘ， Ｒ． ，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２（３）：

２６１ － ２７７．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Ｃ． ， ２０１４． “Ａ Ｄｉｓｃｒｅｅ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ｙｐｅ Ｄａｔａ．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７（５）：６８９ －

７１４．
Ｗｉｎｔｒｏｂｅ， Ｒ．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Ｔｉｎｐ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４（３）： ８４９ － ８７２．
Ｗｒｉｇｈｔ， Ｊ． ， ２００８．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ｒ Ｉｎｓｕｒｅ？ Ｈｏｗ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ｉｍ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１（７）： ９７１ － １０００．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ａｎｇ Ｒｕｉ１ ＆ Ｔａｎｇ Ｓｈｉｐｉｎｇ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ｏｅｓ ｃａｕ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ｈａ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９，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１７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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